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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史》看王安石的史学观

晁 天 义

[摘 要]《读史》一诗以文学化的手段典型反映出王安石的史学观,但是只有结合该诗文本本身、王安
石的政治主张与活动,以及王安石史学观对宋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准确的解
读。就文本本身而言,《读史》从历史记忆、历史记载、历史评价、历史研究等多个角度对历史研究的可能
性、必要性提出质疑,实质上等于否定了历史研究的价值。出于变法的现实需要,王安石主张“祖宗不足
法”,并将历史及其经验的总结视为需要摒弃的消极因素。为了反对史学实践,王安石以“尊经卑史”(或云
“荣经陋史”)的方式抑制“读史”与“治史”,客观上对北宋乃至北宋之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负面作
用。体现于《读史》等文本中的王安石史学思想,是其政治诉求在强大的历史意识传统和环境中的产物,因
而体现出先扬后抑、似扬实抑的矛盾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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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自先秦以来就一贯重视历史,强调遵循秉笔直书、惩恶劝善等一系列撰史原则,尽可能
全面地记录历史过程,有效地保留史实,不断地总结经验,以求经世致用。受这一传统影响,史学不仅
在中国古代诸学问中成绩斐然、格外发达,而且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也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关于这
点,自梁启超等人发表经典论断以来,学术界已经基本一致认可,毋庸再加置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重视历史,尊崇史学是中国传统中的主流,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仍然时不时出现一些
相反的看法。与西方向来具有悠久而根深蒂固的反历史思想传统有所不同,中国先秦时期仅有以商
鞅、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倾向。至于秦汉之后,系统
的反历史思想几乎在整个社会重视历史的洪流中销声匿迹,而只有“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变法革新”的
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仍持有相当程度的反历史思想①。王安石的反历史思想不仅典型体现了
其历史观的特点,同时对北宋及其以后的史学发展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史学发展的
复杂性具有一定启迪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读史》一诗为例对王安石的史学观略陈管见,不当
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王安石一身宦海沉浮,曾在多首诗歌中表达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在王安石的众多咏史诗之
中,有一首《读史》与他的其他著作如《读汉书》《读汉功臣表》《读后汉书》《读蜀志》《读唐书》《读开成
事》等以史书或史实为主题者有所不同。具言之,《读史》一诗虽未涉及具体的史实或史料,然而却具
有极强的思想性。正因如此,较之于王安石的其他论著,这首短诗反倒更能直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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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反历史思想,即对历史进而对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持质疑、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观念或主张。反历史思想在西方学术史上
的表现最为典型。影响也最为深远,其主要表现有二,即所谓“非历史”与“超历史”。前者主张遗忘历史,后者主张关注和研
究像哲学、艺术、宗教等那样具有一般性、永恒性的对象———而不是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那样具有偶然性、具体性的事
物。关于这点,可以参考尼采的如下论断:“我用‘非历史的,一词来指代那种能够遗忘、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
量和艺术。我称之为‘超历史的,力量,它能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
向艺术和宗教……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弗里德里
希·尼采著,陈涛、周辉荣译:《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131页)如所周知,尼采是典
型的反历史思想的倡导者,他的目的是以“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力量来“治疗历史病”,却正好为我们提炼出反历史思想
的两种类型。鉴于“反历史思想”一词及其相关的两种类型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的类似观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
文采用了这个概念。



历史观、史学观,其价值不可小觑,有待慎思明辨。这正是我们以此为例进行讨论的理由所在。《读
史》云: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①。

《读史》一诗思想深刻,脍炙人口,因而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不过长期以来,对于如何理解王安石
《读史》一诗的主旨,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大体而言,其说有二。第一种看法认为王安石对历史学
持肯定态度,作者试图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史学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理想史学研究的憧憬。比如有学者
认为:“这首《读史》诗,反映了一个历经沧桑、似乎是‘参透,了历史和现实的风云人物心灵的流露。诗
作者不仅对于‘功名,看得淡薄了,而且对于‘末俗,以及能够‘乱真,的社会现象也不感到奇怪了。由
此联想到史书上所记载下来的人和事,不仅容易失‘真,,甚至有的是‘糟粕,,谈不上‘粹美,,更难以反
映出人的精神。史书既不能充分反映贤者之意,也只是在史书上留下一点踪迹罢了。”②论者认为,王
安石的思想是对刘知幾等古代史学理论家史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第二种看法认为王安石试图通过
这首诗表达对史学研究目标的质疑,甚至对史学存在价值的否定。如严敏认为,王安石的这首《读史》
诗反映了王安石的“怀疑主义的史学理论”,“这种对‘书写的历史,的怀疑态度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
真实性的怀疑已相当接近”③。

在笔者看来,试图从王安石的思想中抉发出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主义的史学理论”的确让
人难以苟同,但将《读史》一诗的主旨界定为刘知幾史学批判思想的继承,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实际
上,王安石《读史》一诗的确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史学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一种中国传统中的反历
史思想。阐释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就不能脱离作者的日常实践及其主张。
同样的,结合具体的作品和文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为思想家、政治家等角色的作者所承担的各种
社会活动的意义。《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的意思是既不能离开文本理解时代和作者,也不能离开时代理解文本和作者。毋庸置疑,所谓
“知人论世”或“论世知人”,正类同于阐释学所倡导的“阐释学循环”的理论与方法。回到本文的主题,
要对王安石的史学思想做出正确的解读,既不能离开对《读史》一诗文本的解读,也不能脱离中国学术
传统中的种种历史思潮,更要结合王安石的毕生政治经历尤其是其政治主张。唯有在这种多维度的
视阈中,才有可能接近一个相对真实的王安石史学观。职是之故,让我们先从《读史》一诗具体内容的
分析谈起。

一 “独守千秋纸上尘”的陋史形象

如前所述,《读史》一诗脍炙人口,思想内涵耐人寻味,以致经常被史家引为同道知己。然而在笔
者看来,这首诗所要表达的真正主题,乃是对历史价值的质疑乃至否定。或者说,该诗四句以清晰的
逻辑从“历史记忆—历史记载—历史评价—历史研究”层面表达了四层意思,从而得出关于历史学价
值和必要性的否定性结论。

第一层,“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是说对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和事及其贡献、地
位,谁能够给予准确的记载和中肯的评价呢? 第二层,“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历史研究
者远离特定的历史场景,然而历史镜头的拉长却未必有助于历史真实的反映,原因是对于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的误解,就连当事人也很难避免,更何况后来的史家只能在时过境迁的情况下去处理这些历
史事实,难度可想而知。第三层,“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正因如此,史家记载中最多只
能保留一些细枝末节,至于历史的真谛和精髓却难以由此得到真正的传承。第四层,“区区岂尽高贤

·121·

①

②

③

余建忠译著:《中国古代名诗词译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瞿林东:《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读史诗浅议》,《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210～214页。
严敏:《王安石历史哲学思想述论》,《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第1期,第7～9页。



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这一句在第三句基础上进而针对史书的阅读者或研究者展开评论,是说由史书
上的细枝末节只是得出皮相之见,岂能充分反映古代贤哲的深刻思想? 至于那些历史的阅读者和研
究者,就只能独自沉迷于史书所载的糟粕而空耗岁月了。

显而易见,虽然该诗以“读史”为题,然而与人们通常的预期并不相同,作者并没有通过自己的读
史实践对史学的价值提出一个正面的、肯定性的结论,而是一个负面的、否定性的评价。或者说,王安
石“读史”之后得出的结论具有反对历史研究的意味。全诗先褒后贬,似在强调历史记载、历史认知的
重要性,然而马上笔锋一转,对历史记载和历史认知的可能性进行了否定。从这些起承转合中,我们
看到的并不是作者试图从历史中得到有效的经验教训,也不是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合理性的充分肯
定,而是完全相反的主张。由此看来,王安石的《读史》一诗并非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继承了刘知幾等
古代史学家史学批判的传统,而是走向了对史学价值的否定。王安石的这一做法,让我们不禁联想起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对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否定性结论。显而易见,这种主张与中国传
统中的强调历史重要性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思想完全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
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反历史倾向①。

人们或许认为,王安石的《读史》只是针对历史时期某些低水平的历史研究工作的批判,而并不代
表对历史研究价值的否定。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王安石在《答韶州张
殿丞书》中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阶段一分为二的认识,对他之前的史学成绩几乎给予了全盘否定。王
安石在这份书札中说道: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

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儁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不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

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慄,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

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

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味之间邪? 善既不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②。

与《读史》一诗遵循了大体相同的套路,王安石在这份信札中对“史”的评论也采取了先扬后抑、名扬实
抑的手法。在王安石看来,古代史学可以截然划分为“三代之时”与三代之后两大阶段,三代之史是可
信的历史,三代之后的历史则“善既不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因而是不合格的历史。我们知道,中
国古代史学虽然源远流长,但真正发展成熟乃是在秦汉魏晋之后,而不是在他所理想的“三代之时”
(那个时候的中国史学,还处于萌芽之中)。为了反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王安石遂以史官制
度缺陷、史家道德卑下为由,将三代以下的历史记载、历史研究一律打入黑牢。

其说虽辩,但毕竟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实际相去甚远,更不能说他继承了刘知幾等人优良的历
史评论传统。史载“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③,信哉斯言! 在某种意义上讲,王安石对古代
史学的以上判断的确堪称颠覆传统,石破天惊,却难以令人信服!

二 “修先王之政”而“法其意”的政治诉求

王安石对历史学的否定,与他的政治主张、政治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改变宋初以来国家积
贫积弱,民生凋敝的现状,变法成为王安石毕生政治生活的要务和重心。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早在《上
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充分表露。在王安石看来,他所处的北宋时期,“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
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原因在于“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
故也”。正因如此,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民生凋敝的现状,就需要将政治、经济的改革提上日程,具言
之,就是“修先王之政”。然而,所谓“修先王之政”并不是简单教条地照搬古代圣王现成的治理经验,
而是活学活用,即“法其意”。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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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晁天义:《中西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162～173页。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临川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5页。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41页。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
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
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
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①。

在这里,王安石为了革除影响政治有序运行、经济正常发展的种种痼疾,以托古改制为策略提出
“法先王之政”的目标,然而马上又强调这种效仿的本质在于取其精髓(“法其意”),而不是得其皮毛。
原因在于时移世易,不可能用二帝三王时期的举措应对今日之问题,即“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
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②。

史载“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③,尽管上述王安石的主张在当时未得到仁宗皇帝
的采纳,但其中的核心观念却成为此后他在神宗时期进行变法的主导思想。由这段论述不难看出,王
安石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细节甚至历史经验,并不像传统史家那样怀有强烈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他对历史和史学非但不看重,相反还持有贬低的态度。质言之,历史及其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被
视为一种“重负”,而以研究历史经验、“借古鉴今”为目标的历史学究竟有何价值,自然也是值得怀疑
的。“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联系《读史》一诗的相
关内容,可以看出这种对历史价值的质疑并非偶然之举,而是在他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活动中一以贯之
的。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甚至发出过“祖宗不足法”的惊人
言论,而采取“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的惊人之举④。在他看来,“祖宗”也好,“老
成人”也罢,都代表了历史的经验甚至守旧势力,他们既然是推陈出新的阻碍因素,自然连同史学一样
都属于排斥或反对之列。

实际上,作为一名改革家的王安石对历史研究经验和历史持有质疑和反对态度,并非什么不可思
议之事。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反对总结历史经验可以说是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具有改革意识的政
治家、思想家的一贯主张,顺理成章地,中国古代所有具有改革意图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对历史研
究的价值和必要性予以否定。正因如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古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史
学著作都出自儒家之手,而非法家之手。东周时期,以反对“法古”“循古”“慕往”为主旨的反历史思想
开始在以法家为代表的变法者中频繁出现。《史记·商君列传》引卫鞅语云:“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
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⑤荀子、韩非子和李斯
将反历史思想进一步理论化。至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之类寓言对墨守历史经验、不知变通的讽刺,
更是形象深刻,入木三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语云:“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
相反,时变异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以古
非今者族。”⑥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倡导反历史思想与持有某种历史观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同时
呈现在一个认识主体上的两种观念。换言之,反对借鉴历史并不意味着对历史没有一套成体系的观
点,因为二者所讨论的并不是同一回事。正因如此,法家思想家在历史观上倡导今胜于古(类似于进
化史观),但同时否定历史借鉴的必要性。

相比而言,身为儒家的王安石虽然没有直接站到法家的行列、套用法家的术语,但他所提出的“法
其意”“祖宗不足法”等主张,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则与法家立场无异,即都是为了反对强大而顽固的守
旧势力⑦。就北宋时期的实际而言,司马光等空前重视“法古”“资治”,因而才造成当时史学发展的盛
况。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以“法古”“资治”为宗旨的史学正是为了实践“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念。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司马光既是宋代政治领域的重要保守派,也是《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
主要编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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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50页。

④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第10542、10551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29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4～255页。
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1～92页。



在这里,适当地注意一下《读史》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王安石的反
历史思想。在王安石毕生的政治活动中,很多场合都处于矛盾之中,使得他的许多思想或隐而未发,
或欲言又止,或言此及彼,其背后的深意需要读者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细细体味,方可推知一二。我
们知道,历时19年之久,在政治上趋于保守的司马光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了皇皇巨著《资治通
鉴》。而据姜汉林研究,王安石的《读史》一诗作于次年,也就是元丰八年。该年三月,神宗赵顼去世,
旧党得势,新法渐废,王安石心中十分痛苦,这首《读史》就是在这种满怀忧愤的心境下写成的①。搞
清楚以上历史细节,似乎就不难推知引发《读史》关于史学种种不满之词的因素,恐怕就是《资治通鉴》
的完成。再次得势的司马光既是自己的政敌,又是其学术观点上的异见者,更重要的是宋神宗对司马
光的这部《资治通鉴》又曾给予高度肯定。面对这种矛盾,王安石只能以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职是之故,《读史》一诗所描绘的“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独守千秋纸上尘”的陋史形象
所指为何,恐怕就不难推知了。事实上,关于王安石这种投鼠忌器的复杂心态,我们还可以从他关于
“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以及关于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
的辩解中窥得。关于这点,邓广铭先生已有细致深入的分析②,此处不再赘述。

在政治生涯中,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由于立场原因,经历了一个由亲密到疏远的过程。然而为
了变革,贬抑历史和史学成为王安石的必然倾向,这就使其居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之中。清人钱大昕曾
说:“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③经学、史学在中国古
代天然地与现实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到了宋明时期,情形更盛,如《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史部总叙》所云:“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
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④由此现实情况,我
们就不难理解王安石何以在评论历史时要采用那种先扬后抑、似扬实抑的手法,也更能体会他在涉及
历史问题时何以会时而果敢勇毅,时而犹豫不决的矛盾态度了。

三 “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的客观效果

从宋代学术发展的实际而言,王安石关于史学的主张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抑制作用。
我们知道,自四部分类兴起以来,经学、史学无论在学术传统还是现实社会中都具有几乎同等重要的
位置。正因如此,经史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尤其是伯仲之分,成为长期争论不息的问题。尽管如此,
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区分也可谓泾渭分明、昭然可辨。质言之,经学是以思想的形式表达某种具有一般
性、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即如四库馆臣所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
已。”⑤至于史学则不然,四库馆臣如是概括道:“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
秋》,莫详于《左传》……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
以褒贬。”⑥这就是说,与经学不同,无论偏向于史学研究的哪种路径(撰述和考证),都离不开具体的
历史事实(事迹),否则史家就无所施其术。

关于上述经学与史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如果借用19世纪以来试图为历史学“立法”的西方
历史哲学家的话讲,就是经学关注“永远如此的东西”,史学关注“曾经如此的东西”⑦。在某种意义上
讲,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意味着对传统的坚持或固守,就其极端的可能而言无疑代表着守旧或教条。在
改革家看来,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倾向于尊崇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那就势必成为阻碍改革的重要因
素。正因如此,改革家往往要对历史及种种重视历史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打压,以期为现实中的改革廓
清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安石遂将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差异加以夸大,进而置之于完全对立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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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他的具体做法,就是推出所谓“尊经卑史”(或云“荣经陋史”)主张。清人钱大昕批评道:
  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
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 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
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
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①。

显而易见,为了达到“尊经卑史”“荣经陋史”的目的,王安石及其拥趸分别采取了破坏性和建设性
两方面的举措。就其破坏性而言,一则,他们宣称“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将史学予以污名化;二
则,将具体的史学著作与政敌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统统予以否定,即“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
“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三则,公开反对“读史”“治史”,“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
心粗者”。就其建设性而言,则是积极鼓吹所谓“新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方面确立变法的合法性,另
一方面进一步打压史学,取代史学一度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王安石的一系列举措为现实社会中的变法清除障碍,摇旗助威,同时对史学在宋代的发展造成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钱大昕所说:“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在王安石
反历史思想的影响下,空疏之风日兴,实证之风渐衰,北宋后期的中国史学因此而步入一个发展的低
谷期。由此可见,王安石关于史学的看法并不是偶然的、临时的,而是系统的、持久的。他的《读史》一
诗虽然措辞力求委婉,但立场十分明确,结合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举措,就不难对其本质有一个更
加准确而深刻的理解。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史学在中国的发达程度,历史意识在中国的丰富程度,在
世界历史上都可谓独树一帜。陈寅恪先生云:“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②到了宋代,传统的历史意识和
史学意识得到进一步深化,中国史学进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在北宋时期十分盛行的“咏史”潮流中,
王安石的不少关于历史或史学方面的作品(包括咏史诗、咏史词等)就因其深刻的思想性而引起不少
文学家、思想家的关注。比如有的学者指出:“王安石的咏史诗,内容广泛,寓意深刻,可谓文学修养、
政治主张、历史见识的结合体,近年受到人们较多的关注。”③有的学者认为:“为了直接表述自己的思
想,(王)安石写了大量的咏史诗,议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以政治改革为理想的王安石既认识
到不能‘谆谆诲导,帝王,但又想这样去作,只能通过议史来讽今。”④还有的学者指出:“作为北宋一代
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诗歌中擅长以史抒怀,以古讽今,将咏史怀古作为表达政治
见解的方式之一,表现出政治家的真知灼见。王安石以咏史怀古议时政,义理精深,是其咏史诗的显
著特色。”⑤诚哉斯言! 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学史的从业者对王安石的史学思想始终兴趣
不大,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学史著作专门探讨王安石的史学思想。对历史和史学投入如此之多
兴趣和精力的王安石,竟然没有在史学史上具有其一席之地。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安石虽然对历
史和史学兴趣颇浓,但他的“读史”“咏史”归根结底折射出其反历史的史学观。如上所述,这种反历史
的史学观不仅与其变法思想相一致,更重要的是从客观上对中国史学在宋代的发展起到了解构或阻
碍作用。这一点,应当是各种版本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几乎不约而同对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不置一词
的原因所在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王安石对历史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乃至否定,但他的是非功过最终仍要接
受历史的评判。有学者评论说,王安石从史官入手对历史记载持一种大胆的怀疑态度并由此产生对

·52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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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参见瞿林东:《瞿林东文集》第4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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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史学客观性的怀疑。这种思想作为一家之言对于史学理论的深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
这种颇具原创力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健全的发展。相反,它很快便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纠缠在一起,
知识与权力水乳交融,成为新党实施新法的理论根据之一;并随之异化、变形为新党打击报复旧党的
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北宋后期史学的发展①。在史学发达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氛围中,几
乎没有一个反历史思想的倡导者能如其所理想的那样自外于历史的制约和评价。反历史思想的阐发
者试图以“咏史”“读史”的方式反对历史,但是他们最终却仍然逃脱不了历史的评价,这的确是历史的
吊诡之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通过对王安石《读史》一诗及其政治实践的分析认为王安石具有反历史
的史学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王安石持批判态度,更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政治
家、改革家、文学家成就和贡献的否定。关于王安石的成就与贡献,近代以来梁启超、邓广铭等先生已
经作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阐释。我们认为,王安石的反历史思想无损于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
的伟大。实际上,历史人物贡献之是否卓越、人格之是否伟大,与他对历史学持何种态度没有任何关
系。正因如此,本文的结论只能说明一点:即使在一个历史传统悠久、历史编纂发达,历史意识强烈的
民族之中,史学本身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演进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多样性。这是今
后的史学史研究应当予以注意的。

收稿日期 2024—10—02
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北京,102488。

AStudyofWangAnshi,sHistoricalViewfrom“ReadingHistory”

ChaoTianyi

Abstract:WangAnshi,shistorica1viewisref1ectedinthepoem “ReadingHistory”(《读史》),buton1ybycombining
thetextofthepoem,WangAnshi,spo1itica1be1iefsandactivities,andtheinf1uenceofhishistorica1ideaonthe
deve1opmentofhistoriographyintheSongdynasty,canthepoem beaccurate1yinterpreted.“Reading History”

questionsthepossibi1ityandnecessityofhistorica1researchfrom mu1tip1eperspectives,suchashistorica1memory,

historica1records,historica1eva1uation,andhistorica1research,essentia11ydenyingtheva1ueofhistorica1research.Due
tothepractica1needsofreform,WangAnshiadvocatedthat“therewasnoneedto1earnfromancestors”(“祖宗不足
法”)andregardedthesummaryofhistoryanditsexperienceasanegativefactorwhichneededtobeabandoned.In
ordertoopposethepracticeofhistoriography,WangAnshisuppressed“readinghistory”and“governinghistory”by
“respectingc1assicsandbe1itt1inghistory”(“尊经卑史”)or“g1orifyingc1assicsandbe1itt1inghistory”(“荣经陋史”),

whichobjective1yhadagreatnegativeimpactonthedeve1opmentofhistoriographyintheNorthernSongDynastyand
eveninancientChina.Thehistorica1thoughtofWangAnshiref1ectedintextssuchas“ReadingHistory”isaproduct
ofhispo1itica1demandsfosteredinatraditionandenvironmentwithstronghistorica1consciousness,thusdisp1ayingthe
contradictorycharacteristicsoffirstpromotingandthensuppressing,andseeming1y promoting butactua11y
suppressing.
Keywords:ReadingHistory;WangAnshi;Historica1View;RespectingC1assicsandBe1itt1in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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